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双月刊

总第２３７期

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

№．６．２０１９
Bimonthly

Serial№．２３７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的经济发展与反贫之路

姚树洁１,２,３　王洁菲１

(１．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４４;２．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４２;

３．宁波诺丁汉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宁波３１５１００)

摘要: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特别是过去４０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到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的历史巨变,创造了世界近代史上经济发展和减贫奇迹.本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的经济发

展历程,总结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区域发展非均衡和城乡发展不

平等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经济发展非均衡存在的根源及现状,并基于这一视角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阶段扶贫

开发政策及制度安排,勾勒出我国贫困治理的历史轮廓,阐述我国各个阶段贫困治理的路径及特征.进一步,从
贫困和不平等的测算、“两不愁、三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治理行政管理机制、“扶志”和“扶智”等视角着重剖析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战略的科学性和创新性.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经济增长、发展不

平衡和贫困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经济增长在促进贫困减少的同时,也会因资源配置差异、收入分

配不均造成区域、城乡非均衡发展,而日益加剧的区域、城乡不平等又会抵消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基于

此,本文认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无疑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最科学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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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我国已从１９４９年那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转变成为一个欣

欣向荣、富有经济增长活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经济

发展和减贫奇迹.１９５２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６７９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１１９元,仅为当时非

洲撒哈拉南部人均 GDP的三分之一.２０１８年国内生产总值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７５倍,年均实际增长达

８１％,其中１９７９~２０１８年,年均实际增长９．４％,远高于同时期２．９％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速.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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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２８２２８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９８５３元,较１９７８年分别增长了

２４３倍和１９．２倍(按可比价格计算).２０１８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达９４％,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４８１％,国民平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３５岁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７７岁,婴儿死亡率也由

２００‰下降至６．１‰① .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我国农业基础作用日益夯实,工业主导逐渐稳固,服务业对经济社会的贡

献迅速增加,三大产业共同发展的同时,结构日益优化.
首先,农业快速发展,农产品结构更加多元化.粮食总产量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１３１８万吨提高到２０１８

年的６５７８９万吨,棉花产量由１９５８年的１９７万吨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６１０万吨.改革开放以前,肉类、
禽蛋、牛奶、蔬菜、水果和水产品等高蛋白和高营养的农产品严重缺乏.１９７８年以后,这些农产品产

量飞速增长,４０年间,肉类产量增长９倍,牛奶产量增长３３倍,水果产量增长３９倍,水产品产量增长

近１３倍,大大改善了全国人民的食物结构及生活质量.
其次,工业化不断推进,高附加值产业蓬勃发展.工业增加值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２０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８

年的３０５１６０亿元,增长了９７０倍(按不变价格计算).２０１８年,煤炭产量高达３６．８亿吨,较１９４９年增

长近１１４倍;钢材产量１１．１亿吨,水泥产量２２．１亿吨,较１９４９年分别增长８５０３倍和３３４４倍.２０１８
年我国手机、计算机和彩电产量分别达１８亿部、３．１亿台和１．９亿台,占全球总产量比重稳定在

７０％~９０％之间,汽车产量２７８１．９万辆,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再次,第三产业发展顺应时势进入快车道,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金融服务业增加值不断攀升.

以交通运输业为例,２０１８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１３．１万千米,其中高速铁路达２．９万千米,总量

居世界第一,“四纵四横”的高铁网络已成为我国靓丽的名片,“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正在形成,中国

高铁总里程占全球的２/３,客运量占全国铁路总客运量的６５％.
最后,三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１９５２年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５０．５％、２０．８％和

２８．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

高,尤其是服务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并且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

发展齐头并进.２０１８年,我国三大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分别为７．２％、４０．７％和５２．２％.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贫困治理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人类与贫困做斗争的辉煌篇章.随着农业、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国
家贫困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中低收

入人群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１９７８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７．７亿人(按照２０１０年标准),农村贫困发

生率高达９７．５％.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被激发,促进了农村劳

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急速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

“最后一公里”的攻坚阶段,国家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把扶贫开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６年间,我国贫困人口共减少８２３９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８．５个百分点.２０１８
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１６６０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至１．７％,远远低于全球中低收入国家

的贫困发生率.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国际合作倡议不但促进了相关国

家总体经济吸引力的提升,更促进了全球减贫提速[１],中国贫困治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范例和

借鉴.

二、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的经济发展路径

(一)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的社会经济发展

１．经济恢复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国民大革命,抵抗外强

侵略的抗日战争和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后,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经历

过列强欺凌、频繁战乱的中国极度贫穷落后,国民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为了恢复长期战乱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国家首先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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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部官僚资本企业,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其次,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制度,结束长

久以来的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生产积极性得以调动,工业生产能力得到了迅速恢复和提高,人民政

府开始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再次,通过平衡财政收支,实现了国家收入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有效抑

制恶性通货膨胀.而回笼货币统一由国家银行管理,这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及制

度保障.最后,开展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使农业经济摆脱了封建土地

制度的束缚,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

２．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一五”期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以美国为首的

资本主义制度矛盾不断激化,中国身处社会主义阵营只能利用苏联与东欧的经济援助,“一边倒”的外

交策略使中国周边战争局势更为紧张,这一时期加快工业化进程、完善工业化体系不但是经济建设的

前提,更是巩固政权独立的基础.“一五”期间,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基本实现,５年新增固定资

产投资４６０亿元,是１９５２年底固定资产原值的１．９倍.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达１２４１亿元,较１９５２
年增长６７．８％,原定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１４．７％,实际增长１８％.农业也获得了较大发展,
粮食、棉花产量年均增速分别为３．７％和４．７％.超额完成规定任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但推动了国

民经济快速发展,也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３．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１９５８~１９７７年).土地改革虽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
是当时的土地、耕畜和生产工具普遍被分散占有,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国家开始探索通过“组织起

来”以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１９５３年«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应运而生.１９５８年５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盲目求快、
急于求成的“大跃进”拉开了序幕.农业生产强调“以粮为纲”,工业生产强调“以钢为纲”的“大跃进”
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努力的作用,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忽视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均

衡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缺乏责任制的生产和过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

积极性.历史证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造
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粮食供给严重短缺的主要原因.但是,人民公社化运

动为当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金支持.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生产条件的

改善,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工业对农业不再是单纯的攫

取原始积累.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在国际关系微妙紧张、国内生产资料和技术匮乏的背景下,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

发展,但是急于求成和“左”的错误也使国家遭受了损失.中国在“一五”和“二五”期间所确立的资本

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以压低利率、汇率、工资、原材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为代价的.人为扭

曲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宏观经济运行极为低效[２],尤其是忽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导致市场机制的调

节作用无法发挥.微观层面激励机制缺失、宏观层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使
国民经济雪上加霜.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的发展成就与曲折,不但造就了改革开放,而且为新时期的发展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二)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年的社会经济发展

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方式和激励机制实

现了各部门生产效率不断提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正式拉开序幕[３].
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开启于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变革.１９７８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率

先发起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实践中最符合当时农村生产条件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极大调动

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大发展,并且为其后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农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

重新配置,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这一时期近１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到乡镇企业[４].乡镇企

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５].国有

企业改革从易到难,逐步推进.国家鼓励、引导和支持私有经济发展,与时俱进协调计划与市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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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开创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新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实践的伟大创举,也是维持长时

期不间断高速经济增长的秘密所在.教育、科技的巨大进步,成就了我国能够在高铁、移动通信、核
电、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及隧桥建设等领域对西方发达经济体实现“弯道超车”.

其次,对外开放,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是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出口导向,２０１８年我国对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４．６２万亿美元,贸
易顺差３５１７．６亿美元,外贸依存度约为３３．８％,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出口大国.我国已由经济改

革前的进口替代和自力更生转变为外向型经济,良好的营商环境也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FDI对经

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弥补国内投资不足,更重要的是为发展中经济体带来新技术和国际商业管

理经验[６].２０１８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１３４９．７亿美元,是１９８３年的１４７倍.随着产

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传统制造业仍然是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但是近几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呈明显上升趋势,FDI投资领域

不断拓宽.
最后,深化改革,开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改革开放４０年是中国“摸

着石头过河”的４０年,经济连续不间断的高速增长,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更离不开经济理论及实

践创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

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从容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综合国力快速超越许多西方经济体.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高污染、高能耗为代价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传统粗放式经

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７].房地产泡沫、股市的不健康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

重、收入两极分化、城乡一体化进程缓慢、“刘易斯”拐点逐渐显现以及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劳动力成本

不断攀升,这些都是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经济发

展的特点便是“新常态”,如何在“新常态”下谋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何将增长动力由原来主要依靠资

源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都是我国未来发展必

须直接面对的问题.充分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推进产业升级换代,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充分利用

高质量人力资本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已经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旋律.

三、非均衡的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总财富不断攀升,但是与之相伴的收入不平等、发展不均衡和贫困

问题也日益突出.华盛顿共识主张的涓滴经济学坚信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在各阶层自由

扩散,并自动消除贫困.但是国内外许多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经济增长、减贫和收入不平等总是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经济增长在促进贫困减少的同时,也会带来收入不平等,而日益加剧的不

平等又会抵消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所以均衡的经济增长和公平的收入分配对减少贫困具有

同等重要的作用.
(一)区域发展不均衡

一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是其经济发展水平的表现,而收入分配则是社会资源配置的财富表现.
在社会总资源既定的情况下,若想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则必须有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不可否认的

是,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不健全,区域改

革和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１].

１．生产要素配置的倾斜和开放程度的差异导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发展非均衡.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的资源禀赋结构决定

的比较优势相违背,所以中部和西部地区产生大量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而政府的扶持措施又影

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从而进一步制约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９].加上我国经历了 “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动乱,进一步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

计划性封闭式农业经济体转变为一个市场化的开放型城市经济体.东部地区５个经济特区、１４个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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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口城市建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等沿海经济开放区使得东

部地区实现率先发展.尤其是加入 WTO后我国深入开展专业化分工,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贸易,开放

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城市得益于地理位置优势发展迅猛,这就导致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东部地区长期

处于领先地位.２０１８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４８．１万亿元,成功占据全国“半壁江山”.与东部

地区相比较,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发展较为缓慢.
林毅夫等(１９９８)研究指出,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类地区内部人均收入的情形是:发达地区的领

先程度越来越高,而落后的西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越来越大[１０].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区域和城市又会产生明显的“虹吸效应”,导致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不断涌入.Yao和 Zhang
(２００１)研究得出,由于我国改革开放期间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配置的差异性,导致东部、中部、西部

同一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在不断减少,但是区域间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呈现区域内收敛、区域

间发散态势,存在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均衡[１１].Yao、Zhang和 Hammer(２００４)利用全国２００３年城市

家庭调查资料,进一步将 Gini系数进行分解发现,全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４０％来自省间收

入差距,而省间收入不平等又有近２/３来自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不平等[１２][１３].

２．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也呈现巨大差异.近几年,随着经济的不断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２０１５年的３１１９５元和１１４２２
元分别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３９２５１元和１４６１７元.分区域看,２０１５年东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是西部地区的１．３９倍和１．５７倍.２０１８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

到４６４３３元,是西部地区的１．３９倍,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部地区的１．５５倍(见表１).由

此可见,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依然存在,针对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项指标,区域间差距并没有明显缩

小.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长还受到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地区间要素流动等因素的影

响[１４].要缩小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但需要政府财政支持,更需要当地政府结

合自身要素禀赋特征,充分尊重市场机制,明确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给予一定扶持.
　表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区域

年份 ２０１５

城镇 农村

２０１６

城镇 农村

２０１７

城镇 农村

２０１８

城镇 农村

东部 ３６６９１ １４２９７ ３９６５１ １５４９８ ４２９９０ １６８２２ ４６４３３ １８２８６
中部 ２６８１０ １０９１９ ２８８７９ １１７９４ ３１２９４ １２８０６ ３３８０３ １３９５４
西部 ２６４７３ ９０９３ ２８６１０ ９９１８ ３０９８７ １０８２９ ３３３８９ １１８３１
东北 ２７４００ １１４９０ ２９０４５ １２２７５ ３０９６０ １３１１６ ３２９９４ １４０８０
全国 ３１１９５ １１４２２ ３３６１６ １２３６３ ３６３９６ １３４２３ ３９２５１ １４６１７

　　数据来源:中国住户调查主要数据.

(二)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

虽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改革不断深化,然而维持社会公平的分配机制尚未成熟,经济发展、教育

普及、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社会全面发展都受制于“短板”农村的发展.从发展

的角度来看,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构成存在巨大的差异.早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收入几乎全部

来自生产队的统一分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粮食购销体制的调整虽然促进了农产品市场化改

革,但是农业生产仍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部分,农村居民收入中的绝大部分仍然是自产自用的实

物性收入,无法用货币计量[１５].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城镇经济的主要部分,城镇居

民稳定就业于国有或集体经济部门,劳动工资制度是集体资源计划配置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９],工资

是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资金和技术迅速向城市集聚,股份制经济、
联营经济、外资经济等持续不断涌入城市,尤其是财政、金融等领域的城市化偏向[１６],导致城市经济

高速发展,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更加多元化,各种实物性的补贴

和公共福利项目,诸如住房公积金、公费医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在城镇居民收入中占有相当高的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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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值得肯定的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都从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了发展,但是,严格

的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系,导致城乡差距巨大,尤其是城市人口享有的医疗、养老、
教育、交通和公共事业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改革进入新阶段,大批

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城市化与工业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导致城乡发

展愈加不平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在１９９２年后逐渐扩大(见图１).Yao等(２００５)研究

发现,中国城乡不平等解释了中国各省之间支出和收入不平等的７０％[１７].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可否认

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都高于

５０％,１９７８年农村恩格尔系数高达６７．７％.２０１８年我国全体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下降至２８．４％,
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２７．７％和３０．１％,且差距逐渐缩小(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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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除了城乡之间人均收入存在差距,城镇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对总体不平等也存在极大影响.林

毅夫等(１９９８)研究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间人均收入差距贡献率后发现,城乡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影响最

大,始终保持在５０％左右,农村和城镇内部差距的作用也占到５０％,其中农村内部差距对总体影响更

大[９].通过对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按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析我们发现:一是农

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较城镇更大,２０１８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组的５．９倍,而农

村居民最高收入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组的９．３倍;二是不同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差距

较大.２０１８年城镇和农村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２０１５年分别增长１７．６％和１８．８％,同一时

间段,城镇和农村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分别高达３０．５％和３０．８％(见表２).所以,无论是

城镇,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现象.
　表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按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年 份

组 别 ２０１５

城镇 农村

２０１６

城镇 农村

２０１７

城镇 农村

２０１８

城镇 农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１１９５ １１４２２ ３３６１６ １２３６３ ３６３９６ １３４３２ ３９２５１ １４６１７
低收入(２０％) １２２３１ ３０８６ １３００４ ３００６ １３７２３ ３３０２ １４３８７ ３６６６
中间偏下(２０％) ２１４４６ ７２２１ ２３０５５ ７８２８ ２４５５０ ８３４９ ２４８５７ ８５０８
中间收入(２０％) ２９１０５ １０３１１ ３１５２２ １１１５９ ３３７８１ １１９７８ ３５１９６ １２５３０
中间偏上(２０％) ３８５７２ １４５３７ ４１８０６ １５７２７ ４５１６３ １６９４４ ４９１７４ １８０５１
高收入(２０％) ６５０８２ ２６０１４ ７０３４８ ２８４４８ ７７０９７ ３１２９９ ８４９０７ ３４０４３
高收入/低收入 ５．３２ ８．４３ ５．４１ ９．４６ ５．６２ ９．４８ ５．９０ ９．２９

　　数据来源:中国住户调查主要数据.

四、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的反贫之路

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直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进而加剧贫困问题.然而,贫
困问题又始终与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相生相伴,是社会发展所要面临的严峻挑战.改

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不间断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治理也卓有成

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将贫困治理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党和政府凝聚社会各界力量众志成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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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精准扶贫攻坚战,其目的就是让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１９７８年末的７．７亿人(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减少到２０１８年

末的１６６０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１９７８年末的９７．５％下降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７％.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打响了全面脱贫攻坚战,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间,每年减贫人数均超过１０００万人,农村已累计减贫

８２３９万人,减幅达到８３．２％.但是,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一半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仍然

集中在西部地区.２０１８年末东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仅剩１４７万人,而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有９１６
万人,占全国比重５５．２％,贫困发生率３．２％(见表３),所以西部地区仍然是脱贫攻坚主战场.

　表３ 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８年农村贫困人口地区分布

指标

区域 农村贫困人口(万人)

２０１２年末 ２０１８年末

贫困发生率(％)

２０１２年末 ２０１８年末

东部 １３６７ １４７ ３．９ ０．４
中部 ３４４６ ５９７ １０．５ １．８
西部 ５０８６ ９１６ １７．６ ３．２
全国 ９８９９ １６６０ １０．７ １．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资料整理.

(一)贫困的测算

１．贫困的界定.长期以来,人们对

于贫困最直观的认识便是饥饿或者基本

生活难以得到保障.世界银行作为国际

社会研究贫困问题的主要机构,在«１９９０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缺少

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随着经济

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银行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把贫困重新定义为“除了物质上的匮乏、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外,还包括风

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２０１０年

人类发展报告»中引入了多维贫困指数,指出贫困不仅是收入的不足,更应该延伸至健康、教育和生活

标准等方面遭受的剥夺.我国农村贫困标准被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条件下,维
持人们基本生活所必须消费的食物、非食物的基本费用[１８](P１—８).

２．贫困的测算.贫困标准的设定主要是基于生活必需的食品支出和基本营养需求,最常用的是

恩格尔系数法,但因其忽视物价水平和家庭人口规模,导致测量可信度被质疑.Sen(１９７６)推导出测

量贫困的方法被命名为“森指数”(Senindex):P＝H{I＋(１－I)G},其中 H 代表贫困线以下人口比

例,I代表贫困缺口,即全体穷人收入与特定贫困线差距的总和,G 代表贫困线之下收入分配不平等

的程度,该测算方法的优点在于将相对贫困引入测量体系[１９].在Sen的启发下,新的贫困测量方法

相继产生,例如Foster(１９８４)的FGT指数:Pα(yi;z)＝
１
n∑

q

i＝１

gi

z
æ

è
ç

ö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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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其中n是全部人口数,yi代表第i

个贫困家庭收入,z代表既定贫困线,q代表贫困线以下家庭数量,gi代表第i个家庭收入与贫困线的

差距.式中α的取值意义不同,当α＝０时,指数测算的结果是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

重);当α＝１时公式计算的结果则表示社会的平均贫困程度;当α继续增加,则贫困距的权重增加,表
示极端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在指数中得到更多的反映[２０].FGT指数不仅可以全面反映贫困状况,
还可以通过对该指数的分解观察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李实和古斯塔夫森(１９９６)
利用FGT指数将社会整体贫困程度分解成城镇和农村,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村贫困地区与非贫困

地区贫困程度,发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中国的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并且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程

度最高,其FGT(α＝２)指数是东部农村的２．８２倍[２１].Townsend(２０１０)基于相对剥夺理论,认为贫

困的测量不仅要关注生存需求和收入水平,更要从福利需求多样性视角进行分析[２２].世界银行设定

的极端贫困线常被用于分析国与国之间贫困程度的比较分析,但是 Deaton(２００５)在分析印度贫困问

题时,强调贫困线在城市、农村、不同区域间的更新、调整对贫困人口的测算至关重要,并对世界银行

发布的全球贫困线产生怀疑,主张使用以美元计价的国家自我报告的贫困线[２３].

３．不平等程度的测算.贫困与平均收入和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全社会人均收

入水平,降低贫困发生率,若没有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则会产生极大的社会贫富差距,直接影响

贫困深度和强度.所以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测算也成为贫困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基尼系数虽然是反映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最常用的指标,但是也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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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方面:一是基尼系数对应的洛伦兹曲线非唯一性,不同的洛伦兹曲线可能有相同的基尼系数,即
不同分配结构对应相同收入差异,显然不尽合理;另一方面是基尼系数分解的约束性.苍玉权(２００４)
运用标准洛伦兹曲线斜率与实际洛伦兹曲线斜率所形成的三角形面积差来对基尼系数进行调整,实
现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对应的唯一性[２４].针对基尼系数分解,以往研究大多依赖复杂的矩阵运算

和回归模型,不易于实证分析和实践操作.Yao(１９９９)提出通过四步分解法在规避上述问题的同时

测算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具体算法如下:

G＝GA＋GB＋GC (１)
式(１)中,G代表整个国家(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它可以被分解为三个部分:GA代

表城市和农村内部各自不平等程度;GB代表城市和农村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GC代表重叠部分的不

平等,若在低收入分组i中,收入最高者比高收入分组j的最低收入者状况差,则GC＝０.城市人口

(或农村人口)基尼系数还可根据地理区域进一步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基尼系数,区域内

部城市之间(或农村之间)基尼系数,以及重叠部分[２５],如图(２)所示.

#$%&'()( )G

*+,-./0'()( )GA! *+,-.12'()( )GB! 3405'()(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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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贫困分解示意图

我们将样本总人口划分为n个家庭,mi(i＝１,２,n)表示家庭i的人均收入,且 mi按照单调递增

排序,m１≤m２≤≤mi≤≤mn.令pi和 wi分别表示家庭i在总样本中的人口和收入所占的比重,
总样本的基尼系数表示为:

G＝１－∑
n

i＝１
pi(２Qi－wi) (２)

式(２)中,∑
n

i＝１
pi＝１;∑

n

i＝１
wi＝１;wi＝

pimi

m
;m＝总样本人口的人均收入.Qi＝∑

i

k＝１
wk＝从第１个家庭

到第i个家庭的累积收入比例.假设总样本被划分为S组,Sj(j＝１,２,,S)表示第j组的样本家庭

个数.那么四步法分析如下:
第一步,由式(１)可得全部人口的 Gini系数 G.
第二步,组间收入不平等由式(３)可得:

GB＝１－∑
S

j＝１
pj(２Qj－wj) (３)

其中,pj 和 wj 分别表示第j组在总样本中的人数占比和收入占比.mj(j＝１,２,,S)是第j组的

人均收入.∑
S

j＝１
pj＝１;∑

S

j＝１
wj＝１;wj＝

pjmj

m
;m＝总样本人口的人均收入.Qj＝∑

j

k＝１
wk＝从第１个组到第j

组的累积收入比例.
第三步,组内收入不平等由以下式(４)和(５)得出:

GA＝∑
S

j＝１
pjwjGj (４)

Gj＝１－∑
Sj

i＝１
pji(２Qji－wji) (５)

pj 和 wj 分别表示第j组在总样本人口中人数占比和收入占比.Gj 是第j组的 Gini系数,wji和

pji分别表示第i个家庭在第j组中的收入占比和人口占比.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人均收入 mji需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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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递增排序,表示为 mj１≤mj２≤≤mji≤≤mjs,Qji＝∑
i

k＝１
wjk＝第１个家庭到第i个家庭在第j组

中的累计收入比例[１３].
第四步,由式(１)可得:

GC＝G－GA－GB (６)
(二)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贫困治理历程与路径创新

扶贫开发是长期的历史任务,回溯我国贫困治理历程,可以发现其本身是一个制度变迁和政策创

新的过程.无论是从贫困治理目标、治理对象还是制度安排等层面,中国减贫的每个阶段都有历史特

殊的烙印.

１．平均主义福利模式的贫困救助(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

１９美元(２０１１年购买力平价)的绝对贫困线测算,我国极端贫困人口占比远高于非洲水平,处于全面

贫困状态,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在积贫积弱条件下变得更为棘手.连年战争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无疑是

贫困的主要原因,所以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间的贫困治理主要围绕“所有制改造”展开.首先是１９５０~
１９５３年的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生产有了动力.随后开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主张

按照平均主义原则分配生产资料,政府针对老、弱、孤、寡和残疾人员建立了集中供养的五保制度.这

一时期的贫困治理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通过平均主义福利模式,在强调集体与群众帮扶基础

上,国家再提供必要救助[２６].但是过度的平均主义,催生出大量“搭便车”行为,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

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酿成贫困.

２．制度变革激励生产的贫困救助(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由于平均主义引发了严重的生产力停滞,政
府开始探索激励生产的制度变革:第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与推行.历史证明,１９７８年

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疑是当时最为有效的农村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的高效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强

大动力和坚实的制度保障,产生了普惠式减贫效应的集中释放[２７].第二,农产品价格制度和流通体

制改革.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储价格,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长期存在的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现象.与此同时,国家启动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废除了统购统销制度,进一步促进

农产品市场调节机制的建立,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的价格不断提高,产生了显著的减贫效应.

３．全面改革背景下的瞄准到县的扶贫模式(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的减贫是农村先行,
极大缓解了农村地区的贫困.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制度改革红利和经济增长拉动的农

村扶贫模式效应减弱.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经济和大量工业企业迅速

增长,这与农村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方面,工业品价格上涨,导致原有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

差”依然存在,加上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仍然没有打破,农村和城市之间差距越来越大.
针对这一系列新问题和挑战,１９８６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正式成立,贫困问题严峻的

省、地、县也先后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机构,并首次将重点扶持贫困对象瞄准到县,同时提出增加贫困

人口内生发展能力的必要性[２８],贫困治理趋于常规化.１９９４年出台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标志着

我国贫困治理进入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中国的减贫治理不断制度化.

４．非均衡发展格局下区域专项扶贫(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随着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减贫和社会投资

发展政策的实施,大规模贫困现象得到了一定缓解,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差异、资源配置非均衡,导致区

域连片顽固贫困问题成为贫困治理新焦点.２０００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建立东部地区与西部

贫困地区协作扶贫模式,便是政府着手开展协调区域均衡发展的体现.与此同时,国家还酝酿出台了

新的扶贫纲要,即«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继续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将贫困治理

转向综合治理.２００３年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效防止了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医疗救助融

入了贫困治理体系.为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成果,２００５年底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农村贫困家庭中小学生“两免一

补”政策等,贫困治理转向农村人力资本发展与积累,将干预环节前置.２００６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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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进一步减轻了农民家庭负担.

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２０１１年至今).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考察湘西十八洞村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并且郑重提出“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落下”,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宣告要在

２０２０年之前,全面消除绝对贫困.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定信心,明确了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实施方案.我国建立的脱贫体制机

制及所采取的脱贫方案,包括五级行政负责制、多维贫困界定、分层次分地区靶向、“五个一批”多层扶

贫举措、政府和社会力量融合、管理智能化、政策执行及效果评估等的具体安排,已经打破了现有世界

脱贫的思想理论边界,也突破了世界扶贫措施的实践边界,充分体现了我国在脱贫工作中的政治和体

制优势.
(三)新时代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体制机制及政策创新

我们必须认识到,反贫困不是一个简单使用资源对贫困者施以救助的过程,其背后需要的是一套

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和实施方略的支撑,只有对贫困风险因素和反贫困政策工具的功能有深刻的认

识,才能根据贫困特征选择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２９].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

本质要求,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尤其是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扶贫开发已

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３０].
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把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扶贫开发

工作上升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
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体制机制及政策创新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两不愁、三保障”成为脱贫新标准.２０１１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规定“到２０２０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和住房”,这是新阶段贫困治理的总体目标.其中“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物

质保障.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解决温饱问题一直是政府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础性目标.世界银行提

出的保证维持个体生存需要的热量是每人每天２１００大卡,１９８６年国家的扶贫标准是按照１９８５年不

变价确定的每人每年２０６元,虽然能够满足所需热量,但是该标准中基本生活食物需求支出高达

８５％,食物质量差,肉蛋类比重非常低.２００８年我国扶贫标准提高至１１９６元每人每年(按照当年不

变价),基本食物支出占比下降至６０％[１８].２０１０年扶贫标准再次提高,贫困人口在获取必须热量的

同时,还可以获得一定量的蛋白质,以满足维持健康生存的需求.
“义务教育、医疗、住房”构成的“三保障”是在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物质需求基础之上提出的更高层

次的脱贫标准,旨在提高农村人口的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保障“住房安全”实现了贫困人口

居有定所;保障“义务教育”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这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保障“基
本医疗”可显著减少贫困人口因病返贫,巩固扶贫成果.由此可见,我国的贫困衡量标准不再是单纯

的经济指标,而是多个维度的科学衡量.２０２０年以后我国农村减贫战略需要由“扶贫”转变为“防
贫”,“两不愁、三保障”不但是精准脱贫的标准,更是未来“防贫”的有效机制.为了确保“两不愁、三保

障”目标的实现,中央财政连续４年每年净增２００亿元专项扶贫资金,２０１９年达到１２６１亿元.与此

同时,中央扶贫贴息贷款、拨付低保资金、省级扶贫资金,尤其是社会各界筹集的扶贫资金等都呈现连

年增长趋势.

２．建档立卡,提高贫困监测能力.要在２０２０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
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任务非常艰巨.第一,从贫困家庭长期发展来看,越到最后的贫

困人口,脱贫的难度就越大,越复杂,越需要分类制定有针对性的精准扶贫政策措施;第二,“三区三

州”仍然有１７２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全国现有贫困人口的１２．５％[３１],这些边远落后地区,少数民

族人口集中,通过传统的脱贫方式难以见效[３２].教育、医疗及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导致脱贫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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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见效缓慢.脱贫最后“一公里”上贫困顽固、返贫严重、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突出.而在完成短期脱

贫任务的同时,阻断返贫路径,确保脱贫及低收入人口收入及能力的持续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
为了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每一个贫困家庭都能精准脱贫,２０１４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印发了«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和

连片特困地区电子信息档案,构建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通过建档立卡,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进行精

准识别,了解贫困状况,分析致贫原因,摸清帮扶需求,明确帮扶主体,落实帮扶措施,开展考核问效,
实施动态管理.建档立卡以收入为主的同时,还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家庭成员健康等情况.农户结

合家庭实际情况提出申请,村里开展民主评议,评选结果进行公示,最终实现整户识别[３３].建档立卡

政策作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实现了中国贫困治理历史上贫困户识别第一次到村到户到人,成为国

家扶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３．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２０１６年７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指出:“摆脱

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贫穷并不

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委顿.”当下,“扶智”和“扶志”已然成为精准

扶贫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贫困治理智慧凝结的理论新成果.未来随着农村绝对贫困成为历

史,生存性贫困将不再是我国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３４],除了少部分特殊群体必须依靠政府托底政策

给予生活保障以外,其余群体的致富则越来越需要依靠自己参与当地经济建设,获取劳动报酬.精准

扶贫成果是否可持续取决于:一是已经脱贫人口不再返贫;二是贫困人口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政府

的转移支付虽然对缓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具有重大作用,但受限于作用区域的吸收能力.李铮等

(２０１７)利用国家级贫困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吸收能力对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的解释力

高达５０％[３５],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和政府能力不但影响着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还关系着减贫成

效是否可持续.姚树洁等(２０１９)基于经典信号博弈模型,研究信息不对称在扶贫攻坚过程中如何诱

发贫困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实证分析了“志”与“智”对贫困人口高标准、可持续脱贫的重要影响[３６].
未来相对贫困、相对落后、相对差距将长期存在.新时代必须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落到实处,完成全面消除贫困的历史使命,做好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快速高效实现“真扶贫、扶
真贫,真脱贫、脱真贫”.

４．“政治联结”优化扶贫体制机制.十九大报告强调“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

之中”“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

础”.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国家战略,打赢精准扶贫战役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其
不但要求相关制度顶层设计科学,更重要的是制度在运作中不要出现差异和缺陷,乃至带来与预设目

标相悖的现象.党和国家机关在组织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建立、加强、深化与人民群众、社会各界的

“政治联结”,促进党和国家与不同社会成员、群体、社区在利益铸造、情感深化和文化认同等维度的统

一,改善党与群众的联结关系,实现全民参与式的精准扶贫.例如,我们的调研对象新疆喀什疏勒县

安居尔村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定点帮扶贫困村,陕西省大荔县龙门村是渭南师范学院定点

帮扶贫困村,这种对口“联结”体现在贫困户精准识别过程中的入户调查和民众参与、精准帮扶过程中

的驻村工作组和干群结对机制、精准考评过程中的民意摸底和干部监督,等等.值得强调的是,精准

扶贫过程中建立的联结机制是制度化和项目化的,相较以往粗放式扶贫开发,其特点是更精细、客观、
公平、公正,这种联结再造将在很大程度上转变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以及党与群众的关系.

(四)精准扶贫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通过深化改革、对外开放和以政府为主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扶贫开

发,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每人每天１．９美元),

１９９０年世界贫困发生率是３５．３％,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５４．４％,而我国却高达６６．６％,２００５年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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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发生率首次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呈逐年锐减趋势.我国从１９８１年末到２０１５年末贫困发生

率累计下降了８７．６％,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３２．２％[３７].
　表４ 世界、非洲和中国贫困人口占比 (单位:％)

年份

区域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世界 ３５．３ ３４．０ ２９．３ ２８．６ ２５．８ ２０．８ １８．０ １３．７ １０．９ ９．５
非洲 ５４．４ ５９．０ ５８．１ ５７．６ ５６．１ ５０．３ ４６．９ ４４．２ ４３．０ ３６．０
中国 ６６．６ ５７．０ ４２．１ ４０．５ ３２．０ １８．８ １４．７ ７．９ １．６ １．３

　　数据来源:WordBankOpenData,环球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１５年发布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在全球减贫中发

挥了核心作用.”在“２０１７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盛赞中国贫困治理成绩,称“精准

扶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

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３７].世界银行在２０１８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

数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使中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减贫成就”[３８](P１—８５).我国精准扶贫的新理论、新方

法、新实践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范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

势,赢得了国际社会高度评价[３１].

五、总结及政策建议

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和减贫效果.
本文把经济增长、非均衡发展与贫困三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指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是

减贫的重要基础,但是,非均衡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少部分人长期难以脱贫的主要障碍.
本文以区域发展差异、城乡差异为突破口,考察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什么长期存在着不同

维度的发展不平衡,以及中央及地方政府如何采取各种发展措施去改善这些不平衡.经济结构转变、
产业升级、对外开放与对内深化改革,是我国经济长期不间断高速增长的体制机制保障.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把扶贫开发工作提高到了社会和政治的高度,从贫困界定演变、扶贫工作重心转移到扶贫政策

措施的落实,我国政府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确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贫困人口不断下

降,扶贫工作不断深化.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贫困标准也不断提高,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基本食物保障,到

２０００年的基本食物附加一些蛋白质食物及非食物需求,再到２０１０年与世界标准贫困线持平.进入

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首次突破了世界银行和联

合国的最低贫困线要求,适应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关键在于识别贫困人口,在于因地、因人制订脱贫方案.我国实施的“建档

立卡”措施,在世界扶贫开发史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举措,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
在实施五级行政管理与分工的政治体制下,才可能在一个近１４亿人口国家内部,把每一个贫困户和

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出来,通过大数据和现代信息手段,把建档立卡户的详细动态信息从地方联通到

中央.
在具体的脱贫工作中,各地政府通过“五个一批”,进行多维减贫,包括生产、生态补偿、兜底、异地

搬迁、教育医疗辅助等,以及通过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支持,统筹中央、地方和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大力

改善贫困地区的交通、医疗和教育等条件,使所有贫困地区的人口充分享受到国家扶贫开发投资的经

济社会效果.我国的扶贫工作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区别不仅在于政府的政治意识、统筹扶贫资金和

应用资金的能力,更在于扶贫措施如何通过驻村干部和党群联动贯彻到村到户到人的执行体制.
我国经济发展和减贫的成就,大大超过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

贫的重要论述及战略措施已经深入人心,深入每一个村庄、每一个贫困家庭,使我国的扶贫理论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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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已经明显突破了世界现有减贫理论及实践边界,为人类的扶贫开发工作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及方案.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速放缓、结构优化与驱动转变的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国经济

今后的发展必须更加注重质量及可持续性.２０２０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精准脱贫不但是均衡社会发展,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当前,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最吃劲的时候,
必须坚持不懈做好工作,不获全胜、绝不收兵.”[３９]

展望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历史的重要关口,人均 GDP已经接近１万美元,再经过３~
５年的稳定增长,有可能达到全球的平均水平,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牢固基础.不过,正因为

我国在不久的将来必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特朗普政府当局才不断采取诸多手段,包
括贸易摩擦、技术封锁等,来阻止或者延缓我国追赶美国的时间.同时,世界经济危机的阴霾在欧洲

和其他地区还挥之不去,欧元区再次降息,并实行新一轮的量化宽松,美联储从２０１８年的提高利息改

变为２０１９年的连续降息,表明世界经济可能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通缩,甚至是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我国２０１９年的 GDP增长还有可能维持在６％以上,但是,经济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通过微小

的刺激,只能减缓经济增长下行的速度,不能改变下行的基本格局.大水漫灌的刺激措施也不可行,
主要是债务的不断提高会给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风险.

面对国内外的风险和压力,我国当前最佳的应对措施就是“稳”字当先,通过区域均衡增长缩小城

乡差距、挖掘内生动力,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确保就业稳定增长和民生改善,通过技术创新以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弯道超车”对发达经济体实现技术超越.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团结,有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基础,更重

要的是通过提升贫困及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及创造能力,为我国广大农村注入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文化的优越性.在２０２０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我国未来

的扶贫扶弱重心将转移为支持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过程中,确保全体低收入人群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统计年鉴»历年资料.若无特殊说明,全文数据均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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